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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大量微观企业数据和外商引资政策中的 《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从引资政策精准导向的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其对制造业产业
升级的政策效应，有效控制了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
外商引资政策通过《产业指导目录》的精准导向，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 外商引

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效

率的提升来实现，而研发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渠道并未起作用，且这一政策效应主

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度、国有企业占比和市场化程度均较低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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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虽然中国早已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业产业
体系，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明显不够合理，部分传统行

业产能严重过剩，而高端制造业却又发展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

迫而艰巨。尤其在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更是实现高质量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要求。作为国家引导
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之一，外商投资产业政策自
1995年以来主要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精准导向方式引进和利用外资推
进中国产业升级。
在利用外资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外资的文献更多的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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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率 ( 亓朋等，2008［1］; 路江涌，2008［2］; Lu et al.，2017［3］) 、研发创新
( 罗伟和葛顺奇，2015) ［4］、出口贸易 ( 冯丹卿等，2013［5］; 孙浦阳等，2015［6］) 、
市场存活 ( 包群等，2015) ［7］、成本加成 ( 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 ［8］等微观企业
层面，考察外资进入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市场竞争效应及技术溢出效应，在宏观产业

升级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毕竟产业升级主要体现在高端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及产

业间的资源配置方面，微观企业的市场表现难以准确衡量。虽然江小涓
( 2002) ［9］、裴长洪 ( 2006) ［10］、文东伟等 ( 2009) ［11］曾统计分析了利用外资与产
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均未能准确地识别外商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的因果效应，且忽视了外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的政策效应。
在关于产业政策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中，已有文献从经济开发区 ( 李力行

和申广军，2015) ［12］、财政政策 ( 魏福成等，2013) ［13］、货币政策 ( 彭俞超和方
意，2016) ［14］、贸易政策 ( 周茂等，2016) ［15］和环境规制 ( 童健等，2016) ［16］等方
面，考察了相关产业政策对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作
为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产业政策之一，外商引资政策在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的

政策效应方面缺乏系统且严谨的经验证据。在当前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时代
背景下，尤其是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新管理模式下，识别外商引资政
策中精准导向措施的政策效应，对于我国继续采用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
方式精准引导外资流向和持续优化外资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①。
中国外商引资政策能否产生积极的政策效应，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主要

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基于 《产业指导目录》的精准导向措施是否优化了
外商引资结构，吸引了更多高端技术行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第二，外资政策引

导下的外资进入是否优化了行业间的资源配置，促进了研发密集型的高端技术行业

发展。从外商引资政策来看，对鼓励类项目的外资企业在税收和工业用地等方面往
往给予明显的优惠政策，以便吸引更多高技术企业和高端产业的外资进入中国②。
从利用外资效率来看，高端产业外资进入的技术溢出、市场竞争和产业关联效应，
如果推进了国内产业间资源再配置和高端产业发展，将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

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基于

外资政策中的《产业指导目录》，从引资政策精准导向的视角，评估了其对制造业
产业升级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为利用外资与产业升级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

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实施精准导向措施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提供了政策依据; 第二，

在识别策略方面，本文以 2002年外资政策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产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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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 负面清单) ( 2018年版) 》自 2018年 7月 28日起正式施行，2017年 6
月 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 2017年修订) 》同时废止，而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继续执行。
虽然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标志着内外资企业税收政策的统一，税法规

定的所有优惠政策不再具有内外资企业差异，但在国家鼓励类的行业外资同内资一样享有相应的税收和用地

等优惠政策。



目录》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的识别框架，较为准确地评估了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
向措施的实施效果，有效地控制了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在研

究结论方面，本文发现，外商引资政策通过 《产业指导目录》的精准导向，引发
了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度、国有企业占比和市场化程度
均较低的城市及中西部地区，说明在目前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下，继续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对于精准引导外资流向和持续优化外资
结构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政策背景与典型事实

( 一) 政策背景

由于外资政策的改革历程基本上同中国整体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阶段相一

致，本文基于经济发展阶段将我国外资政策的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资试点到明确外商引资政策时期 ( 1978—

1994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此揭开了大规
模利用外资的序幕。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主要出现在经济特区 ( 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 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内部的政策实验区。为了更好地吸引外商投资，
国务院在 1986年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并在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明确了扩
大外商引资规模、拓宽引资领域的政策要求，为后续大规模引进外资提供了政策
依据。
第二阶段是基于产业发展的外商引资政策修订与完善时期 ( 1995—2017 年) 。

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使外商投资方向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1995 年，原
国家计委、经贸委、外经贸部首次联合发布了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成为中
国引导外商投资方向、规范外商投资产业最主要的政策法规。此后，随着中国经济
的不断发展，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优化外商投资导向，《产业指导目录》分别在
1997年、2002年、2004 年、2007 年、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被修订与改进，
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了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 负面清单) ( 2017 年
版) 》，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化。
第三阶段是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时期 ( 2018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好
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经过《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政策试点后，《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 2018年全面实施，2017年《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项
目继续执行，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大幅度放开市场准入，创造了更具吸引

力的外商投资环境，由此标志着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趋势的形成。
( 二) 典型事实

在外资政策方面，我国长期以来主要基于 《产业指导目录》这种精准导向措
施，阶段性地引导外商投资方向、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以更好地利用外资推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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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从外资市场准入方面来看，《产业指导目录》从行业内的产品维度进行
精准的政策界定，划分为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未注明的行业及产品
属于允许类。为了对外商引资政策中产品维度的精准导向措施进行评估，本文借鉴
Lu等 ( 2017) 的做法，通过对比 1997年和 2002年的《产业指导目录》，在产品维
度界定外资政策的调整，主要分为政策鼓励、政策不变和政策限制三种类别，并将
产品维度的政策调整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 4 分位) 进行对接，最终得到 131
个政策鼓励行业，326个政策不变行业，18 个政策限制行业，7 个混合行业。在此
基础上，本文对外商引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措施进行了统计描述，并初步刻画了其

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图 1 外资精准导向措施的引资效果与产业升级的演变趋势

注: 产业升级指标构建方式参见下文; 处理组城市为政策影响较大的城市，对照组城市为政策影响较

小的城市。

根据图 1 ( a) 的统计事实可知，2002 年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向措施的实
施，在引导外商投资流向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鼓励类行业的外商引资规模

得到明显提升，而鼓励类行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说明外资政策精准导

向措施促进了高端行业的外资进入，提升了高端技术行业的引资规模①。根据图 1
( b) 的统计事实可知，从产业升级状况来看，在 2002 年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
对照组城市的产业升级呈现出平行发展的演变趋势，在 2002 年政策实施之后，受
政策影响较大的处理组城市对应的产业升级状况得到明显提升。由此初步可知，外
商引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有力推进了中国制造业产业

升级。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一) 计量模型

关于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评估，本文借鉴周

24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2020年第 6期

①从技术复杂度来看，鼓励类行业的技术复杂度均值为 14 554美元，高于其他无变化行业的技术复杂度
均值 14 043美元。



茂等 ( 2016) 和 Chen ( 2017) ［17］的政策识别框架，采用双重差分法以 2002年《产
业指导目录》调整作为政策冲击进行政策评估。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prodyct = αc + βTreatc × fdishockt + control + λ t + εct ( 1)
其中，c、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prodyct 为 c城市 t年的产业升级

状况; 核心变量 Treatc 为 c城市受到的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影响程度的虚拟
变量; fdishockt 为政策冲击时间，2002年及之后年份设定为 1，否则设定为 0; αc为

城市固定效应，λ t 为年份固定效应; control为其他控制变量; εct 为随机扰动项。交
互项的系数 β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若 β ＞ 0，说明外商引资政策中的
精准导向措施促进了制造业产业升级; 若 β ＜ 0，说明外商引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
措施抑制了制造业产业升级; 若 β = 0，则说明政策效应并不明显。

1. 产业升级 ( prodyct ) 的度量
借鉴周茂等 ( 2016) 的做法，本文利用行业技术复杂度和产出权重构建城市

层面的生产技术复杂度，据此度量城市的产业升级状况①，指标构建方式如下:

prodyct =∑
i

outputict
outputct

·prodyi，1997 ( 2)

其中，下标 i表示行业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4位码) ; outputict 表示 c城市 t年 i
行业的产出规模; outputct 表示 c城市 t年的总产出规模; prodyi，1997表示 1997年 i行
业的技术复杂度，通过将 CEPII 网站提供的产品 ( HS6 分位) 技术复杂度数据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齐并进行简单平均得到。

2. 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 ( Treatc ) 的度量
本文以 2002年《产业指导目录》调整作为政策冲击，借鉴 Chen ( 2017) 的研

究思路，测算了各城市受到的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的实际影响程度 ( fdief-
fect) ，并据此构造了受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影响的处理组和对照组:

fdieffectc =
fdioutput鼓励类行业c，2007

fdioutputc，2007
－
fdioutput鼓励类行业c，2002

fdioutputc，2002
( 3)

从政策含义来看，在 2002 年政策实施之后，如果城市内外资企业产出
( fdioutput ) 中政策鼓励类行业的产出比重增长越高，则意味着该城市受到的政策
冲击越大。本文将政策冲击较大 ( 高于中位数) 的城市划分为处理组 Treatc = 1，
政策冲击较小 ( 低于中位数) 的城市划分为对照组 Treatc = 0。

3. 其他控制变量 ( control )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以下变

量: 基础设施 ( Ｒoadct ) 为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的对数值; 科研人力资本

( Humancapct ) 为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对数值; 出口开放程度 ( Exp
intct ) 为总出口与总产出的比重。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 Treatc 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
问题，本文借鉴 Gentzkow ( 2006) ［18］、Lu和 Yu ( 2015) ［19］的做法，将 Treatc 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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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利用相关数据可以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的产业升级状况，但却只能对产业升级状况进行统计描述，

难以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因果识别。



策冲击前 ( 2000年) 的城市特征进行回归分析，找出了影响 Treatc 的城市期初特
征，即城市人均 GDP ( Pgdpc ) 、民营企业占比 ( Pesharec ) 和 增 加值率
( Valuec ) ，并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了其与 fdishockt的交互项，使解释变量 Treatc满足
条件独立分布假定，确保了估计结果的一致性①。此外，为了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
序列相关问题，本文将标准差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 二) 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有四个来源: 一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 ( 1998—2007年) ，该数据库涵盖了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包
括了企业名称、所在地、成立时间、企业性质及企业财务信息等; 二是原国家计
委、经贸委、外经贸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 1997 年和 2002 年
版本) ，其中包含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外资进入的详细目录清单，在外商引
资政策中发挥了精准导向作用; 三是 CEPII 网站提供的 1997 年 HS6 分位产品技术
复杂度，用以构建城市层面的产业升级指标; 四是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
地级市和直辖市的人口、土地、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投资、教育等相关信息。
本文参照已有文献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如下处理: 一是依据 Brandt

等 ( 2012) ［20］的做法，基于企业的法人代码、企业名称、法人名称、地区代码、行
业代码、成立年份、地址和主要产品名称重新构建面板数据; 二是参考 Cai 和 Liu
( 2009) ［21］的做法，删除缺少总资产、净固定资产、销售额和工业总产值的企业，
并删除企业员工少于 8人的观测样本; 三是参考 Feenstra 等 ( 2014) ［22］的做法，依
据会计准则删除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的观测样本; 四是参
考 Hsieh和 Song ( 2015) ［23］的做法，根据企业的控股情况和注册资本，将国有绝对
控股企业和国有注册资本大于 50%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其他企业则根据注册
类型和注册资本定义所有制类型; 五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失 2004 年的工业总
产值，本文采用 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库进行填补。另外，本文还分别对行业分
类代码、地区行政代码进行了标准化统一。
( 三) 双重差分法的识别条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法就外商引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

策效应进行了识别检验。采用该方法的潜在假设条件是: 如果不存在政策冲击，处
理组和对照组应在政策冲击前后具有相同的演变趋势。因为处理组在政策冲击之后
的反事实趋势不可观测，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必要条件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在政

策冲击之前理应满足平行趋势，以排除政策冲击前其他政策因素的干扰。根据图 1
( b) 的统计描述可知，在产业升级指标方面，处理组和对照组在 2002 年政策冲击
之前整体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表明本文的模型设定在政策冲击之前并不存在其他影

响因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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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评估的回归结果

根据前文典型事实可知，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影响较大 ( 处理组) 城

市的产业升级状况在 2002年政策冲击之后得到了明显提升，初步表明外商引资政
策中精准导向措施可能存在积极的政策效应。本文将采用双重差分法的识别策略，
基于 2002年《产业指导目录》的调整，实证检验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向措施对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 一) 基准回归

根据前文计量模型 ( 1) 的回归设定，表 1 给出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其
中，第 ( 1) 列只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第 ( 2) 列加入了城市层面变量，
用以控制城市层面的基础设施、科研人力资本及出口因素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第
( 3) 列进一步加入了期初城市层面变量与 fdishock的交互项，尽可能地控制了影响
变量 Treat的样本选择问题，确保估计结果的一致性。由表 1 的回归结果可知，
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初步验证，外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措施
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Treat×fdishock
0. 169＊＊ 0. 166＊＊ 0. 184＊＊

( 0. 043) ( 0. 046) ( 0. 033)

Ｒoad
－0. 082 －0. 073
( 0. 281) ( 0. 335)

Humancap
－0. 030 －0. 033
( 0. 587) ( 0. 532)

Expint
0. 502 0. 349
( 0. 320) ( 0. 489)

Pgdp×fdishock
0. 059
( 0. 282)

Peshare×fdishock
－0. 478＊＊

( 0. 019)

Value×fdishock
－0. 214＊＊＊

( 0. 009)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2 030 2 030 2 030
可调整的 Ｒ2 0. 099 0. 101 0. 111

注: ＊＊＊、＊＊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方差聚类 ( 城市维度) 调整后对
应的 P 统计量; 下表同。

( 二) 识别假设条件的稳健性检验

尽管双重差分法可以较好地控制回归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但采用双重差分法

进行政策评估，需要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为了确保研究方法的适用
性及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就双重差分法的识别假设条件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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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行趋势假设
虽然图 1 ( b) 的统计事实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在政策冲击之前满足平

行趋势，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借鉴 Topalova ( 2010) ［24］的做法，采用政策冲击前
样本 ( 1999—2001年) 进行回归验证，回归结果见表 2 第 ( 1) 列①。研究结果显
示，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相对较小，从而进一
步验证了本文双重差分法的识别策略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2. 预期效应
根据预期效应假设，在政策冲击之前不能提前形成预期效应，以保证政策冲击

的外生性，否则将会引致有偏估计。为此，本文同 Lu 和 Yu ( 2015) 的做法一致，
在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中加入 Treat×predict项，predict为 2001年即政策冲击前一年的
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2 第 ( 2) 列。由于 Treat×predict 的估计系数并未通过统
计显著性检验且系数较小，而 Treat×fdishock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
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政策评估并不存在预期效应干扰。

表 2 识别假设条件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平行趋势检验 预期效应检验 其他政策因素检验 地区发展趋势检验
( 1) ( 2) ( 3) ( 4)

Treat×fdishock
－0. 011 0. 179＊＊ 0. 190＊＊ 0. 230＊＊＊

( 0. 844) ( 0. 050) ( 0. 025) ( 0. 009)

Treat×predict
－0. 019
( 0. 801)

Soeshare
0. 234
( 0. 506)

Inputtariff
－0. 065
( 0. 522)

Outputtariff
0. 018
( 0. 629)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fdishock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样本数目 609 2 030 2 030 2 030
可调整的 Ｒ2 0. 031 0. 111 0. 112 0. 145

3. 其他政策影响因素
受限于数据约束，本文采用 2002 年的 《产业指导目录》调整作为政策冲击，

据此评估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向措施的政策效应。而在这一时期，中国在 2001
年刚刚加入 WTO，引致进出口关税明显下降，同时，国有企业刚刚结束了 “三年
脱困”时期 ( 1998—2000年) ，大量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制，扭转了持续亏损
经营的局面。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借鉴 Lu 和 Yu ( 2015) 的做法，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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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回归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城市进出口关税水平 ( Inputtariff 和 Outputtariff) 和国有
企业份额 ( Soeshare) ，用以控制该时期贸易冲击和国有企业改革因素可能对本文
回归结果造成的估计偏误。城市层面的进出口关税根据 Brandt等 ( 2017) ［25］提供的
行业平均关税，结合行业产出权重加总到城市层面。根据表 2 第 ( 3) 列的回归结
果可知，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控制了该时期其他政策因素
的干扰作用之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4. 其他遗漏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中国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长期显著存在，为了控制地区间发展趋势差异可

能引致的样本选择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

的交互项，目的在于同时控制省份层面固定因素和可变因素造成的干扰。根据表 2
第 ( 4)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研究
结论具有稳健性。
此外，考虑到计量模型设定可能会因遗漏重要解释变量而引致估计结果有偏的

问题，本文借鉴 Li 等 ( 2016) ［26］的做法，在其他控制变量均保持不变的基础上，
随机设定 Treatc 变量并进行回归检验，观测回归系数 β^ 的取值及其分布情况。理论
上而言，若模型设定不存在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问题，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估计的回

归系数 β^ 应该等于零。图 2 统计描述了估计系数 β^ 值的随机抽样分布 ( 500 次) ，
与基准回归结果 ( 0. 184) 相比，500次随机抽样的 β^ 分布均值为 0. 00049，基本以
零为中心，且 491次均小于 0. 184 ( 占比超过了 98%) ，从而间接证明本文的模型
设定并不存在明显的遗漏解释变量问题，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图 2 随机抽样 ( 500次) 回归结果中 β^ 的分布

( 三) 其他稳健性检验

1. 两期双重差分法的再检验
虽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可以更好地利用多期数据变动识别政策影响的平均效

应，但也可能由于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高估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为此，本文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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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rand等 ( 2004) ［27］的做法，根据政策冲击时间将样本划分为冲击前 ( 1998—
2001年) 和冲击后 ( 2002—2007年) 两个时间段，相关变量分别取两个时期内的
均值，采用两期双重差分法进行识别验证。根据表 3 第 ( 1)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问题后，
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表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Treat×fdishock 0. 186＊＊ 0. 217＊＊ 0. 184＊＊ 0. 185＊＊ 0. 213＊＊ 0. 290＊＊＊ 0. 232＊＊

( 0. 032) ( 0. 016) ( 0. 031) ( 0. 033) ( 0. 013) ( 0. 001) ( 0. 030)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
变量×fdishock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406 2 030 2 030 2 030 1 624 2 010 1 624
可调整的 Ｒ2 0. 203 0. 100 0. 086 0. 116 0. 073 0. 126 0. 140

2. 基于 3分位行业计算城市产业升级
由于行业划分标准不同会影响行业内的企业样本数量，进而影响对各行业的产

出权重和技术复杂度的度量。因此，本文基于 3分位行业的产出权重重新计算了技
术复杂度指标并再次进行检验。根据表 3 第 ( 2 )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Treat ×
fdishock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进而从行业划分标准方面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

3. 基于工业增加值计算城市产业升级
前文主要采用行业总产出作为权重计算产业升级状况，但这可能存在总量和附

加值差异问题 ( 周茂等，2016) 。因此，本文以工业增加值为权重重新计算了技术
复杂度指标并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3第 ( 3) 列。由于 Treat×fdishock 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行业权重方面的测算标准并不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 删除销售额 500万元以下的企业样本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口径是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 500万元以上

的非国有企业，数据统计口径引致的企业样本选择问题可能会影响行业产出权重，

进而影响对产业升级状况的度量。为了检验数据统计口径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将年销售额 500万元以下的企业样本予以删除，重新计算技术复杂度指标并进
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 3 第 ( 4) 列，Treat× fdishock 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
正，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5. 删除 1998年和 1999年的观测样本
根据图 1 ( b) 的统计事实可知，在整个样本期间内 ( 1998—2007 年) ，处理

组和对照组城市的技术复杂度在 1999 年之前存在明显的发展趋势差异，可能存在
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将 1998年和 1999年的观测样本予以
删除，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表 3 第 ( 5)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Treat×fdi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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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6. 控制 2004年外商引资政策调整影响的再检验
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期间内，外商引资政策在 2004 年也进行了调整。为了控

制 2004年《产业指导目录》调整的影响，本文剔除了样本中受到 2004年外商引资
政策调整影响的行业，再次对结论予以验证，估计结果见表 3 第 ( 6) 列。可以看
到，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 2004 年外商引资政策的微调并未
影响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7. 基于滞后效应的检验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给出了 2002—2007 年的平均效应，同时包含了政策当期

影响效果和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为了检验 2002 年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的
滞后效应，本文剔除了当期及后一期年份即 2002—2003 年，保留 1998—2001 年和
2004—2007年的样本进行实证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3第 ( 7) 列。此外，本文还重
复上述步骤，进一步剔除了 2002—2004 年、2002—2005 年的样本，检验政策调整
多年之后的效应，均发现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确实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①。

五、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与异质性

上述研究表明，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促进了中

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根据产业升级指标的构建方式可知，产业升级表现为行业间的
资源再配置，即生产要素由低端技术行业转向高端技术行业。由于企业是生产经营
活动的微观主体，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也就表现为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通
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要素生产效率将不断提升，这也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机

制。相较于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研发创新更是推进制造业产业升
级、增强高端技术行业市场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为此，本文主要从企业间资源再
配置、要素配置效率和研发创新三个方面，考察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
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考虑到中国各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的发展差异，本文还从城
市间资本结构、国有企业产出占比、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东西部发展差距等方面，考
察了政策调整对产业升级的异质性作用。
( 一) 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1. 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的影响机制
本文借鉴 Melitz和 Polanec ( 2015) ［28］的分解方法，测算了持续存在企业和进

入退出企业对城市层面技术复杂度的贡献水平。具体的分解方法如下:
Φ1 =SS1ΦS1+SX1ΦX1 =ΦS1+SX1 ( ΦX1－ΦS1 ) ( 4)
Φ2 =SS2ΦS2+SE2ΦE2 =ΦS2+SE2 ( ΦE2－ΦS2 ) ( 5)

其中，Φst = φ— t +∑ i
( sit － s—t ) ( φit － φ— t ) = φ— t + cov( sit，φit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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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回归结果备索。



ΔΦ = Φ2 － Φ1 = ΦS2 － ΦS1( ) + SE2 ΦE2 － ΦS2( ) + SX1 ΦS1 － ΦX1( )

= Δφ—S
+ ΔCOVS + SE2 ΦE2 － ΦS2( ) + SX1 ΦS1 － ΦX1( ) ( 7)

根据上述分解公式可知，等式 ( 4) 表示期初城市技术复杂度主要由持续存在
企业和退出企业构成; 等式 ( 5) 表示期末城市技术复杂度主要由持续存在企业和
新进入企业构成; 等式 ( 6) 表示持续存在企业的技术复杂度由企业内的技术水平
和企业间的市场份额配置构成。在上述分解等式的基础上推导出等式 ( 7) ，即城
市产业升级主要分解为四个部分: 持续存在企业内技术水平的变化 ( Δφ—S ) 、持续
存在企业间市场份额的再配置 ( ΔCOVs ) 、新企业的进入 ( SE2 ΦE2 － ΦS2( ) ) 和
旧企业的退出 ( SX1 ΦS1 － ΦX1( ) ) 。然后，本文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外商引资政策精
准导向措施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表 4的回归结果显示，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仅在持续存在企业间的市场份

额再配置方面显著为正，说明外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

在持续存在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进入退出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并不起作用。换句
话说，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主要通过引导持续存在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方式

推进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表 4 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的影响机制

变量
持续存在企业内 持续存在企业间 新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
( 1) ( 2) ( 3) ( 4)

Treat×fdishock
8. 735 93. 856＊＊＊ 2. 027 －13. 622
( 0. 299) ( 0. 006) ( 0. 935) ( 0. 596)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fdishock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1 827 1 827 1 827 1 827

可决系数 Ｒ2 0. 014 0. 015 0. 007 0. 009

2. 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
如果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提高了要素生产效率，则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将会进

一步强化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的产业升级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从要素资

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进行考察。借鉴 Hsieh 和 Klenow ( 2009) ［29］、聂辉华和贾瑞雪
( 2011) ［30］、蒋为 ( 2016) ［31］的做法，采用行业内全要素生产率 ( tfpdisp) 、资本生
产率 ( kproddisp) 和劳动生产率 ( lproddisp) 分布的标准差，结合行业产出权重测
算出城市层面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对应指标的分散程度越低，则资源配置效率越

高①。根据表 5的回归结果可知，Treat×fdishock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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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要素生产率采用 OP 方法测算得到，资本生产率采用工业增加值与实际资本存量的比值表示，劳动
生产率采用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考虑到行业间差异，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
率的行业标准差均以除行业均值的方式进行标准化，然后以行业产出作为权重加总到城市层面。



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降低了企业间生产效率的分散程度，改善了要素资源配置效

率，进而再次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验证了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业产

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表 5 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

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分布 资本生产率分布 劳动生产率分布
( 1) ( 2) ( 3)

Treat×fdishock
－0. 985* －4. 974* －4. 893*

( 0. 070) ( 0. 097) ( 0. 064)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fdishock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2 030 2 030 2 030

可调整的 Ｒ2 0. 270 0. 310 0. 318

3. 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
由研发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是高端技术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依靠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本文借鉴罗伟和葛顺奇 ( 2015) 、吴超
鹏和唐菂 ( 2016) ［32］的做法，从研发支出、研发支出占比、新产品产出和新产品产
出占比四个方面，进一步考察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在研发

创新方面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见表 6①。可以发现，不管是在研发支出还是新产
品产出方面，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外商引资政
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在研发创新方面并不起作用，这可能与 2002 年我
国外资政策调整的目的是发挥外资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实现国内要素资源优化配

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与国内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相配合有关，如何打通外商引资政

策在研发创新方面的作用渠道是未来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

表 6 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

变量
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占比 新产品产出 新产品产出占比
( 1) ( 2) ( 3) ( 4)

Treat×fdishock
0. 027 0. 0002 －0. 015 0. 002
( 0. 775) ( 0. 385) ( 0. 927) ( 0. 759)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fdishock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1 420 1 421 1 421 1 421

可调整的 Ｒ2 0. 356 0. 053 0. 910 0.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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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研发支出为城市研发支出的对数值，研发支出占比为城市研发支出占总产出的比值，新产品产出为城

市新产品产出的对数值，新产品产出占比为城市新产品产出占总产出的比值。



( 二) 异质性检验

1. 资本结构方面的异质性作用
从城市间产业分工来看，部分城市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另一部分城市

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相比较而言，虽然资本密集型行业并非全是先进制造
业，但是先进制造业往往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了考察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
施的产业升级效应在不同资本结构城市间的差异，本文利用 2001 年的工业企业数
据库，分别将固定资产和就业人数加总至城市维度，由此测算出城市维度的资本密

集度 ( 总固定资产 /总就业人数) ，并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集中生产资本密集
型产品和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市进行检验①。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7 第
( 1) 、( 2) 列，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只在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市样本
中显著为正，说明外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期初集中

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市。

表 7 政策效应的异质性作用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Treat×fdishock
0. 075 0. 299＊＊＊ 0. 182 0. 178＊＊ 0. 082 0. 277* 0. 073 0. 256＊＊

( 0. 576) ( 0. 008) ( 0. 209) ( 0. 044) ( 0. 388) ( 0. 056) ( 0. 480) ( 0. 039)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
×fdishock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1 020 1 010 1 020 1 010 1 060 970 830 1 200
可调整的 Ｒ2 0. 101 0. 143 0. 092 0. 152 0. 149 0. 101 0. 170 0. 098

2. 国有企业占比方面的异质性作用
根据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可知，制造业产业升级主要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和

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来实现。从企业间资源配置来看，中国企业存在明显的所有制
差异，国有企业在融资借贷、政府补贴方面往往具有明显的所有制优势，更易规避
外在的市场竞争机制。鉴于此，本文利用 2001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城市维度
的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基于城市国有企业占比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国有企业占比

和低国有企业占比两组，从城市国有企业占比方面进一步考察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

向措施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异质性作用。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7 第 ( 3) 、 ( 4) 列，
Treat×fdishock的估计系数仅在国有企业占比较低城市样本内显著为正，说明外商引
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占比较低的城市。

3. 市场化程度和东西部地区的异质性作用
考虑到转型时期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本文分别从地区

市场化程度和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视角再次考察了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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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政策冲击前一年 ( 2001年) 作为样本划分标准，目的在于控制政策冲击对样本划分标准的影响及
由此可能引致的样本选择问题。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异质性作用。一方面，根据樊纲等 ( 2011) ［33］提供的 2001 年各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 ( 总指数) ，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7 第 ( 5) 、
( 6) 列; 另一方面，根据城市地理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
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7第 ( 7) 、 ( 8) 列，Treat×fdishock 的估计系数在市场化
程度较低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说明外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

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大量微观企业数据和外商引资政策中的 《产业指导目录》，从外
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的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其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效

应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从政策效应来看，外商引资政策通过 《产
业指导目录》的精准导向，对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在
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 第二，从影响机制来看，外

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

效率的提升来实现，在研发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方面并未起作用; 第三，从异质性

效应来看，外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度、国
有企业占比和市场化程度均较低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在外商引资方面，我国对外资的管理方

式已经从《产业指导目录》过渡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新型管理模式，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仍然发挥着引导外资流向的精准导向作用，这对于更好
地利用外资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仍具有积极的政

策效应; 第二，随着国内市场化程度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吸引外资的目的已

经从以优化国内要素资源配置和配合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为主，转向了以利用高质

量外资实现国内高质量发展为主，如何通过优化外商引资政策的精准导向措施提高

引资质量，增强国内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和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型的产业升级模

式，将是推进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 第三，考虑到中国区域间巨大

的发展差距，利用外商引资政策进一步改善各地区的市场竞争环境仍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与此同时，结合各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地设计外资政策中的精

准导向措施，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布，推动各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

展，是外商引资政策方面亟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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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Policy，Targeted Measures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YAN Hongrong LIU Canlei
Abstract: Utiliz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FDI)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

structing an open economy for China． In the current transition period of economic growth，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China to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use FDI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Base on micro-level enterprises database and Catalogue for the Guida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es，this paper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FDI policy's targeted
measures on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o reduce endogeneity bias and get systematic and rigorous empirical evidence． We
find that the targeted measures of FDI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manu-
facturing industry through channels of resource re-allocation and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stead of Ｒ＆D． The effect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cities with low capital intensity，
SOE proportion and marketization degre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fore，
under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Negative List，utilization of Catalogue of Encouraged
Industri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argeted measures of FDI
policy stil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words: FDI Policy; Targeted Measures; Ｒesource Ｒe-alloc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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